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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课堂学习条件已成为外语教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其研究发现对于外语学习机会的创设乃至外语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国内外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的重要研究，概述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的视角选择，探讨其重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偏好，旨在为中国的外语学习条件研究提供视角和思考。文章进而指出了中国外语学习条件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获取对今后深入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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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学习条件的探究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认识复杂的语言学习过程，它对于语言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学习条件的讨论最早散见于关于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一般论述中，如赫尔巴特强调的兴趣条件、布鲁纳重视的教育条件等。之后，加涅的教学论对学习条件进行了专门论述，划分出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相比而言，语言教学领域的学习条件研究起步较晚，逐渐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源于研究者们对学习过程的关注，从最初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语言互动、学习者特征论述，到更为详尽的学习条件类别区分，不仅聚焦环境条件，也重视多个重要的语言学习影响因素。其中，Spolsky的第二语言学习的通用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所列的条件繁多，不仅包含涉及语言特征本身的条件，也包含凭教学行为难以改变的学习者个体的生理条件，及正式的课堂学习和非正式的自然学习的社会环境条件等[1]。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课堂情境内的语言学习条件议题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研究者选择以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研究结果也愈发具体且具有应用性。语言课堂学习条件的探寻能够帮助克服外语课堂情境内不利因素的影响，并创造语言学习的机会，对外语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的视角选择、主题和研究方法展开述评，由此得出对今后我国外语学习条件研究的启示。
一、多元的认知视角
“语言课堂学习条件”的内涵认知基于语言课堂学习的本质探寻，源自对“如何学习语言”、“怎样的教学能更好地促进语言的学习”等一系列问题的剖析。一直以来，这一概念的诠释深受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观点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功能语法的影响，语言知识被视为客观的、普遍的、确定的，是孤立存在于学习个体之外的学习对象；学习即是对客观现实的如实“映像”或“表征”，与客观世界保持完全的一致[2]。语言课堂学习情境主要提供四个学习条件：首先，教师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语言输入，帮助创设丰富的外部语言刺激环境，或促使他们发现可生成语言的规则；其次，教师提供充足的语言实践机会，使学习者能通过机械式的语言训练，给予语言刺激相应的反应，或根据已掌握的规则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再者，教师所选择的学习方式利于学习者准确理解、记忆、提取客观语言知识，使他们最终能够透过同一视角获得相同的解释。最后，学习者参与到语言知识习得过程中来，给予外部刺激以反应，或对接收到的客观语言知识信息进行内部认知加工。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研究关注点从句子结构转移到语言使用，语言不再被视作独立于语言使用者和情境而客观存在[3]。意义的获得被认为是通过学习个体的主观建构实现的，它的指向对象不再仅是学习者个体，也指向学习者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社会、文化、历史情境的重要作用[4]。由此，语言课堂学习情境内学习条件的创设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5]：第一，语言学习被置于复杂的、真实的、相关的环境中，以此避免简化学习任务的倾向的出现，帮助学生最大程度地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第二，社会协商被视作语言学习的重要部分之一，不仅关注活动组织形式上的合作、或个体知识的分享，更多强调学习者之间的转换式双向交流。第三，多维视角与多种学习方式受到重视。特别是，当面临的问题属于不良结构的内容领域时，课堂学习环境能够提供不同的情境，促使学习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学习同一内容，对同一信息做出多种解释；或促使他们借助不同的感觉通道（如视觉、听觉、触觉），去学习同一内容的不同方面。第四，学习者的主体性不应被忽视。在自我管理学习过程中，教师是否提供支架或指导、给予反思空间、或创设有意义的指导情境，皆可直接决定学生的学习需要能否获得满足。第五，学习者对知识建构过程的自我意识获得培养，它不仅指对自己的思维过程的意识，也指随之产生的重要态度和意识。
同时，随着语言学家们对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究和语言生态学的兴起，生态意识开始在语言观中渗透，语言课堂学习过程被视作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语言课堂学习生态系统内，多个生态因子（包含语言学习者、教师、语言输入材料、语言学习活动、语言学习工具、课堂物理环境等）之间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课堂学习系统具组织性和有序性，提供真实的语言学习情境脉络，有机体（包含教师和学习者）在其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而整个系统在生命体和环境之间不断进行调适。课堂内，利于语言学习的学习条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提供丰富的、具开放性和整体性的语言知识，帮助学生了解语言的动态发展、多样形式及互动关联，避免割裂或过度窄化语言知识[6]。（2）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创建被视作语言课堂学习的要素之一。因教师与学生互为语言课堂的主体，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深层多维互动受到重视。（3）师生与所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被正视，这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厘清影响语言学习的各因素，并共同创设出语言课堂学习情境，呈现出各因素的最适度状态[7]。（4）教师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使他们能够依据个体体验主观解读语言知识；及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协助，创设利于良性竞争行为产生的语言课堂学习氛围，使其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语言学习过程中来。
总体来看，语言课堂学习条件领域的研究视角选择多元，呈现出客观主义取向、建构主义取向与生态取向。目前，我国虽已有研究者选择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或者生态学理论视角聚焦学习条件，思考条件的建构之于语言能力的积极作用[8][9][10]，但多数开展思辨研究。如何清晰地阐释多个外语课堂学习条件内涵，如何把这些理论更为有效地应用到外语课堂教学研究领域，如何结合中国的课堂教学现状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视角，是我国外语教学研究者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二、多样的研究主题
目前语言教学研究者多选择从语言学习过程本身、教学环境特征、师生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等侧重点切入，思考哪些学习条件利于课堂情境中的语言学习，探究如何创设利于语言学习的机会并提高语言课堂学习效果。他们把关注点主要聚集在语言课堂学习的外部环境条件、过程影响因素和教学提升途径三个方面。                        
（一）语言课堂学习的环境条件
学界对外部环境之于语言学习过程的重要作用的关注始于行为心理学，外界环境的刺激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为习惯（即语言学习）的养成。鉴于此，加涅提出了一个学习论和教学论。他把教学视作外部条件（即存在于学生之外的条件），强调外部情境之于内部学习过程的重要作用[11]。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也意识到，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难以是绝对正确的，它的有效性受特定情境的影响。课堂背景的独特性被纳入他们的关注范围，课堂的物理环境、教学环境等逐渐成为他们的讨论焦点。
Spolsky专门将课堂物理环境设定为促进二语学习的学习条件之一（即第68个条件），把教室描绘成具有独立性的封闭的物理空间，认为课堂情境内的语言学习机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语言情境、目的语的地位、目的语接触量和各类家长因素皆会影响学校的教育理念、目标和优先选择，进而影响课堂学习机会的给予[1]24。在我国的英语教学情境中，课堂物理环境条件的重要性尤为凸显。隋铭才建构了一个英语教学模式，专门提出“英语教学条件”（意指课堂环境条件），包含“课堂的桌椅、黑板、电视、电脑、OHP、班级规模等”，既直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直接影响英语的教与学的过程[12]。
除了物理环境之外，课堂的教学环境也备受语言教学研究者的关注。例如，Lightbown & Spada建议创设具有支持力的课堂环境，使他们能投入到与其年龄和文化背景相契合、可能获取成功的活动中去[13]。Tayao指出“低风险”环境之于冒险行为生成的重要性。更有学者把语言学习的环境条件理解为两类环境的综合作用[14]。如王文静、伊咏指出英语学习环境是儿童英语学习的必要条件，这一环境条件不仅包含通过虚拟技术建成的虚拟学习环境，也包含物理学习环境（如学校、教师、家庭等）、基于真实人物和活动为载体构成的英语学习共同体[15]。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自主学习理念的兴盛，我国的研究者们也把目光投向多媒体网络环境（包含多媒体技术环境、博客平台）对英语学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6]。
从以上文献概述可以看出，早期的语言课堂环境条件研究多内嵌于语言学习/教学的模式探索之中，研究者们偏好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强调环境条件之于英语学习的积极作用。近来，相关研究的内容不再单一讨论课堂的物理环境特征，也探讨课堂教学环境特征和创设途径，或它们与更加宏观层面的环境条件（如制度/非制度条件、政治或经济条件）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者们开始采用实证途径探究课堂的情境特征（如班级规模、授课时间、网络环境），求证它们对教师的课堂实践行为之间的影响，或与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课堂教学质量之间的相关性。诚然这些研究发现能够增进学界对语言课堂学习的外部环境条件的认知，但由于此类研究有着内容和方法的限制，它们未能更深入地探知课堂学习过程本身，导致其研究启示仅能对师生的课堂教学行为产生有限的影响。
（二）语言课堂学习过程的影响因素
伴随研究者对语言课堂学习过程的重要性的认识加深，很大一部分语言课堂学习研究论述或验证了课堂情境内的语言输入、输出、互动/参与、反馈、学习者个体特征等因素对语言学习过程的影响作用，尝试回答与课堂情境中的语言习得相关的重要问题[17]，通过理论论据和实证数据揭示这些促进英语学习的条件对语言课堂学习的重要性。此种对课堂过程的探究对于我们认识课堂内哪些条件能促进语言的掌握至关重要，有助于教师对自己的课堂行为形成正确的判断[18]。
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对语言学习的促进作用获得了语言学习专家们的普遍认同。Krashen和Swain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明确把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视作实现二语习得的唯一必要、充分的条件[19]；后者指出语言输出与语言教学的有效性提升之间的正相关性[20]。Spolsky也特别重视语言输入与输出机会的提供，把大量的目标语言的观察和使用机会看作课堂学习情境的必备条件；主张向学生提供具真实性的语言材料，逐步引导他们接触语言；为学生创设以理解和意义表达为宗旨的交际性实践机会，使课堂教学以意义为中心[1]187。
鉴于此，语言教学研究者更多探讨教师话语与学习机会之间的相关性，不仅调查教师的目的语输入量之外，还关注与特定情境和特定教学功能、目的相关的教师的语言选择[21][22]。另外，课堂互动与学生的有效吸收之间的相关性进入部分研究者的视野[23]，同伴间的互动模式在语言学习中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实证支持[24]，而互动中获得的反馈也被认为是二语学习的必要条件之一[25]。并且，学习者的动机、焦虑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语言学习动机被研究者们视作决定二语学习的速度和成就的重要因素，它能够向语言学习提供最初的动力，并为学习的持续供给驱动力[26]。焦虑也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帮助学习者注意到反馈，继而进行产出[27]。
除了探讨以上单个因素的课堂效用之外，也有研究者采用思辨的研究方法，考虑课堂背景的独特性，从二语习得的本质入手，归纳多个影响学习过程的语言、认知、社会、情感等维度的关键因素[28][29]。
国内的外语教学研究者们则致力于结合中国英语教学的特点，开展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探讨众多可影响外语学习发生的因素。例如，王才仁的英语教学交际模式突显出师生互动、输入、师生个体特征、反馈、输出等因素在整个英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30]。自主学习条件也颇受关注，它不仅包含丰富真实的学习情境的提供和师生关系模式的转变，也涉及多元协作模式的建构和评价机制的改变等[31]。实际上，输入、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等因素早已在王初明早期的外语学习模式中有所展示，能力与运用、自我形象和反馈等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也被纳入其中[32]，近年他更是指出互动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性，把在语境中与本族语人的互动视作外语学习的最佳语境，认为互动对话是学好外语的最佳途径。他的外语学习观点不仅契合中国的英语学习情境，也已显现出生态态势。他使用“语境”一词，把学习者和他们所处的语言学习环境统一起来，既重视外语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包含情感因素）和先有知识，也未忽视学习者外部因素，突出学习者和环境中重要的他人之间的交互作用，肯定错误的反馈作用[33]。这与Spolsky的想法一致，他也指出，大量的目的语接触和使用的机会“若能与其它相关条件（如学习者、目标、情境）相匹配，学习会更有效”[1]25。同样，澳大利亚的教育学者Cambourne基于生态心理学理论提出了一个具有整合性的学习条件框架，它囊括了八个相互联系的学习条件，不仅涉及了语言输入、输出、互动等与语言学习直接相关的方面，还包括了与师生相关的要素，并关系到不同维度的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34]。这些具生态取向的观点无疑能够为课堂情境中的学习条件创设提供另一个导向。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研究者们的研究倾向已从理论论述转移到实证探究，验证那些影响语言学习的因素的课堂实践效果，期望由此获得启示以加深对教学过程的了解。然而，研究者虽能从充足的实证数据中分析出单个重要因素（与语言、学习者、环境等相关）的课堂实效，却未选取整合的视角去探讨多个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未专门以“条件”之名对已获得的发现进行精华提炼、指称并整合，易使得语言教学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思维受限，仅把视线投注到具体的教学方法层面，结果事与愿违。由此，部分语言教学研究者也开始尝试选择具生态性的视角，把教师、学生、环境和语言看作一个整体，更加重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作用，但他们或未从英语作为外语的课堂中获取数据，或较少采用更具整合性和自然性的研究方法去整体把握住课堂，导致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受限，真实的外语课堂情境中的多个学习要素之间的关联作用仍然缺乏更为深入系统的探析。
（三）语言课堂教学的提升途径
除了探讨上述语言课堂学习的影响因素的有效性，语言教学研究者们还竭力区分促进或阻碍习得的教学变量（如学习者、教师、教学手段/环境、或其中的一些互动形式）[35]，以期探寻到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语言发展的教学选择。这些研究的发现能够为语言课堂情境内的学习条件创设提供更为微观的、详尽有效的内容启示和佐证。
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一直在探寻哪种输入能更好地促进语言的习得。例如，Sharwood-Smith于1991年提出了“输入强化”，指出教师不仅可以采用特殊排版、印刷方式来突出那些预先选择好的语言结构，还可通过输入流（input flood）的方式向学习者提供含有大量目的语语言结构的输入[36]，引导学习者的注意力，帮助他们理解语言意义，找到意义-形式的联结。此外，学习者能够通过参与结构化输入活动（structured input activities）注意到并修正自己默认的无效加工策略[37]。VanPatten指出，“只要目的语言形式类别和使用的材料具意义导向性，且能避免机械性、陈列式的语言，就能促进教学；这么看来，在以意义交流为主的教学中融入语言形式聚焦，也能取得与输入加工教学相当的效果”[38]。
同时，研究者们关注到了课堂互动对语言学习的积极影响，竭力寻找学习机会，通过设计语言学习活动，向学习者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互动，使课堂教学尽可能地满足学习者对课堂外真实语言使用的需求。而互动过程中，如何能使反馈更好地促进语言发展也是研究聚焦点之一。许多影响互动反馈、学习者内外变量、学习发展过程三者之间关系的因素被区分了出来，如学习情境[39]、语言聚焦的类型[40]、反馈特征[41]、任务的结构[42]、学习者个体差异[43]。
近年来的国内外语教学领域内，研究者们通常从某一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或任务类型切入，在某一类课型中开展应用研究，探讨它们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或语言学习的实际影响，以期寻找到有效的教学改进途径。例如，倪锦诚采用实验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了几种阅读和写作教学模式的应用性，结合学生的评价和学习情况，尝试获得最佳的教学模式选择[44]。周正钟则专门聚焦输入与输出条件的创设，通过实证研究调查了它们的频次对语块产出性知识习得的影响，提供更为具体有效的外语教学启示[45]。张新玲、周燕采用实验的方法，比较不同类型的任务（包含综合性任务、读写任务、读听写任务）对其写作表现的影响，由此提出相应的外语写作教学对策，说明综合性任务的适用情况，鼓励多媒体、多模态训练方法的使用[46]。
语言课堂教学途径的研究选题能够为多个语言学习条件的课堂创设提供重要的方向和内容指引，利于教学实践者依照研究发现进行课堂操作，牵引着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实验或实践偏好。然而，研究的目标也常常因此受制于某一个教学模式、方法、或任务设计的效果验证。并且，研究者习惯从教师的角度思考教学改进途径，易忽视掉学生的课堂主体责任。由此，研究者和实践者仅能被赋予有限的能动性，缺少对本地课堂教学情境的整体审视，最终难以更大程度地提升语言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整体动态的研究方法
早期的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多从理论层面探讨语言学习过程的本质，并向教师提供课堂教学的有效建议，或有导向地反思自己的教学机会。伴随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研究者更多倾向于设计实验研究，在真实的课堂中收集数据，以教学任务或活动设计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大量的量性数据揭示具体的某一个或几个教学策略的有效性，以期让自己的研究更具普及性，使得研究发现能够被较好地应用到具体的语言课堂教学情境中去，给语言教学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态意识在语言教育教学领域的不断渗透，部分英语学习条件研究者（如Cambourne、王初明）开始从生态视角出发，以一种更具开放性、整合性的视角去审视整个语言课堂学习过程，既关注课堂主体自身和环境特征，也关注二者之间的关联，使得教师、学生的本体存在方式不再被忽视。在他们看来，课堂主体是课堂环境中的有机体，不是“从环境中分离出来的孤立的个体，或者是在实验室中作为被指导的自我观察的被试，或者是刺激—反应操作实验的一个被动的实验对象”；环境也不再是“一堆刺激的堆积”，或是“作为一种意识到个体存在的对比物或突显人的价值的背景或分析人的行为能够发挥的因果推理手段”[47]。由此，研究者尝试超越量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尽可能地在研究过程中更多保留住研究对象的自然性。
例如，Cambourne采用了Barker的行为样本记录法和行为背景调查法。他在真实的母语学习情境而非实验室情境中展开研究，通过长时间观察收集一手数据，力图超越静态的实验研究对一般规律的单一探究，重视个体差异性，维护研究参与者的心理和行为发生过程的生态性，不再片面地从学习者个体本身去寻找解释教与学行为的发生，而是关注课堂教学背景中心理、行为和背景之间的交互关系。他把课堂视作一个“行为背景”（即Barker理论中的关键分析单位），学生和教师聚集于此共同开展教与学的行为；存在于这一背景的学习条件会受到生态和环境的约束；若更多教师能在课堂内模拟出八个条件，学生的学习会更加有效[48]。但巍的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虽然未在完全自然的课堂情境中观察教学，却采用多种方式（如会话分析的转录规则、开放式编码）尽可能地还原课堂实景，准确了解课堂情境的特征和有机体的行为、心理表现，避免简单地抽象或归类行为，竭力把课堂有机体的主体感受、行为、与教学背景关联起来，把握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探索哪些学习条件可促进我国中学英语课堂内的外语学习[49]。
我国的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起步晚，理性思辨或实验研究居多，研究者较少整体审视整个真实的课堂学习环境，虽会细致观察他们的微观心理与行为表现，却因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难以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保留住研究对象的自然性。
结语
 当今英语课堂学习条件领域的研究已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一、研究的认知视角多元并存，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和生态取向的显现能为提升语言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供更多视角和可能性。考虑到外语学习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研究者需要思考这些理论与我国的英语课堂学习情境和学习对象特点的匹配度，尝试拓展具有中国情境特色的外语学习条件理论。二、研究主题具体多样，研究者们主要关注语言课堂学习的外部环境条件、过程影响因素和教学提升途径三个方面。国内中早期的相关研究着重于引介或评价国外教学方法或理念，或依据感性经验作出主观分析，目前研究者们虽已开始尝试从语言输入、输出、互动等微观层面探讨英语学习的诸多影响因素，思考如何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但具整合性的专门以语言学习条件为主题的课堂研究仍然缺乏。三、研究方法更加整体动态化。除了理论层面的探讨，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在静态的实验研究过程中验证某种语言学理论在人为控制的课堂中的应用效果。当前，部分研究者开始注重选择自然的语言学习情境或尽可能还原真实情境，整体动态地审视并关联情境中的多维度影响因素，更加关注学习主体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的研究发现可以帮助深层探知外语学习内涵，促使教师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更加有效地创设和使用学习条件，增强师生的行为意识，激发他们的课堂投入，为其课堂行为表现提供明确导向，更大程度地促进语言学习。同时，它为外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提供导向选择，以学习条件的创设为导向，而非以教学方法的实践效果验证、或语言或教学知识的灌输为目的；教师教育者尽可能多地提供与学习条件创设相关的教学实例，引导教师由学习条件视角入手思考如何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研究者们需要关注英语课堂学习条件研究的发展动态，充分考虑本土课堂教学情境特色，开展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尽可能地去挖掘可促进外语学习发生的英语学习条件研究主题，思考研究方法与主题的契合程度，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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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Conditions for English Classroom Learning——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ssues and Methods
DAN We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probe into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classroom learning has revok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its findings are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for the cre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even the improvement of classroom learning. By reviewing key research on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classroom learning, this paper outlined the possible choice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discussed the key iss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aiming at offering directions for domestic future study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and concluded with th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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